
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

于中共中央俄文专科学校。历任中共中央

俄专、北京俄语学院教师，中国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学术秘书，中国社

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哲学

研究》主编。1988年7月调入中央党校任

副校长，1994年4月兼任《求是》杂志社

总编辑。现为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咨询委员、《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

会委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

国期刊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

中心第一届理事，中苏友协理事，清华大

学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首任院

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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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贲思同志访谈录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不断引向深入

采访者：邢校长，您好！您是马

克思主义名师大家，特别是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教学和科研领域有着很深的

造诣。请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谈

谈自己是怎样走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教学工作的？

邢贲思：很多同志可能不知道我

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原来是学外文

的。1946年我 16岁，受到俄国十月革

命救国思想的影响，我大学报考的是

农业经济系。1949 年 5 月，为了迎接

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新中国外事工

作的需要，中央外事组到华东几个省

市招录一批青年干部，作为新中国的

外事干部。1949 年 7 月份外事小组在

上海招生，经过严格考试，最后录取

了我。当时解放军南下开辟新的根据

地，需要在华东特别是在上海招收一

批青年分子，去东南新开辟根据地参

加工作，当时张鼎丞同志号召我们踊

跃参加。后来我两个都被选中了，当

时的想法是哪一个先录取就去哪个。

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只要参加革命

队伍我都愿意。结果发榜了，我后来

选择参加北上外文大队。当时中央有

规定，所有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分子，

必须经过华北革大学习，目的是提高

思想政治水平。华北革大原来所在

地，就是现在离中央党校很近的西苑

机关那里。经过半年学习，1949年 10

月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华北革大第

一批团员、党员。

采访者：那么您从事理论工作的

历程是怎样的？

邢贲思：至于我参加理论工作的

历程，我可以把它归纳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理论入门，主要是指

我在俄文专修学校留校当教员的经

历。留校后，学校先是让我开“新民

主主义革命史”的课程。“新民主主义

革命史”这门课程在大学时候学过一

点，但是让我讲课，困难很大。当时

师哲同志就让我们到人民大学去旁听

课程，听何干之和胡华老师的课，回

来后再自己编写讲义，然后去讲。那

时候我才22岁，这样工作了一年多以

后，学校又准备给四年级开哲学课，我

们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经济学比较

强，马列主义基础比较强，革命史后来

也比较强，唯独哲学没有人教，学校就

准备抽几个人开这个课。我们向领导反

映没学过，当时又是学校出面，跟马列

学院联系，当时达成一个“君子协

定”：学校选派4个人，2个学经济学，

2个学哲学，到马列学院学习，学习毕

业后必须回学校。最后我们4个人参加

马列学院一部二班的学习。当时一部的

主任是胡绳同志，所以我一开始就跟胡

绳同志比较熟，他既是我们的顶头上

司，又是我们的老师。

第二阶段是打基础，主要是指在

马列学院两年的系统学习经历。在马

列学院一部二班两年的学习，对我帮

助特别大。对一个刚刚参加理论工

作，尚未入门的青年教师，经过两年

系统的学习培训，提高是比较快的。

当时马列学院师资队伍很强，艾思奇

教我们哲学，郭大力讲经济学，胡绳

讲近代史，张如心讲中共党史。这么

一个阵容。再加上杨献珍也亲自讲

课，他重点讲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

除此之外还有苏联专家。马列学院还

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那就是理论联

系实际。可以说，我对理论工作的真

正兴趣是在这两年培养起来了，因为

学进去了，有兴趣了。这两年留给我

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是刻骨铭

心。党校学习后，让我们回去教课，

那水平就不一样了。

第三阶段是积累沉淀，主要是指

在哲学所 31年的学习提升经历。整整

31年，有几个方面的经历和感受特别

值得回忆。

一是继续打基础。哲学所要求特

别严格，要求我们先不要着急写文

章、写著作，但是一定要写笔记，读

完一本书一定要写一个几千字的笔

记。我写了 16本。导师要求也特别严

格，当时我的导师李光灿先生规定我

们每天要读50页经典著作，一个星期

谈一次话。导师跟我们对谈，会问我

们读书后有哪些体会，哪些不明白

的，哪些有收获的，谈话不是拷问式

的，而是对话式的。这是打基础的一

个重要方法。当时第二个打基础的方

式就是到老师家开课。我记得有位温

锡增先生，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

授，讲柏克来的唯心主义哲学。温先

生给我们讲课有个特点，要用英文

讲，用的书也是柏克来原版的书。他

当时说只能有三个人到他家学习，每

天晚上两个小时。因为书只有三本，

他用一本，只能借两本出来。我报名

了，当时我的英文还是解放前的底

子，听起来比较吃力，提问可以用中

文，讲课必须用英文。从这里可以看

出，哲学所对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是

非常到位的。

二是学会研究问题，学会做研

究。几位老师都跟我谈，做研究工作

不是写书。研究工作是研究问题，把

问题研究清楚以后才能写文章、出

书。几位专家都告诉我，做研究要从

专题研究入手，就是你光确立一个专

业方向还不行，比如搞马克思主义哲

学，方向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

主义那么大，从哪里开始，从哪入

手？要从专题入手，当时在导师引导

下，我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入

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怎么形成

的，但是这个题目还是太大，还要分

解，所以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分

解为若干个小课题。由大的专题分解

为若干小课题，一个个研究清楚，把

小课题研究清楚了，那么大的专题你

也就清楚了，然后才谈得上写文章、

写书。我们哲学所当时有一个好的条

件，好多前辈跟我们关系很密切，既

有搞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如冯友

兰、贺麟、侯外庐、张岱年等，经常

到哲学所来跟我们座谈；也有搞马克

思主义的专家，特别是胡绳同志来得

比较多。我在“文革”之前没有出

书，但是我积累了大量材料，发表了

很多文章，在哲学研究上有几篇还是

比较有影响的，最长一篇文章有两万

五千字，叫 《费尔巴哈论神是人的本

质的异化》，在哲学界还是比较有影

响。“文革”后我把这段时间的一些积

累出了两本书，一本是 《欧洲哲学史

上的人道主义》，另一本是 《费尔巴哈

的人本主义》。这就是我在哲学所这段

时间从专题入手学会搞研究的两个成

果。可以说，我的点滴进步并不是突然

来的，都是经过一定的积累。

三是学会写文章。写文章不仅是会

写专业性文章，还要会写评论性的文

章，这点前辈学者对我帮助很大。胡绳

同志跟我们讲，不能光会写哲学史或者

比较专门的学术性文章，作为理论工作

者必须学会写评论。这对我启发很大。

现在说“要以问题为导向”，那时候没

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写评论员文章就

是以问题为导向，就是针对当前比较突

出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经过研

究、思考后写出一篇评论。我写的比较

早的两篇，一篇评论员文章，是 1960

年 1月 8日在 《人民日报》 发表的 《自

由和自觉》。还有一篇是 1962年在 《红

旗》 杂志第 19 期发表的 《集体研究和

个人研究》，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比较

大。写文章绝对不能搞“中药铺”，写

文章就是应该像剥笋壳。笋是一层一层

的，从外面一层一层地剥。写文章要从

分析的角度去写，而不是平铺直叙地

写。胡绳的文章就有这个特点，他有一

个论文集叫 《枣下论丛》，里面的文章

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他是针对当时某

个热点问题发表观点，一层一层地分

析。他写的文章逻辑性特别强，一层层

分析下来，真正是逻辑的力量。为什么

有的理论文章不能感人？因为没有逻

辑，不是那种剥笋壳的一层层分析下

来，剥到最后笋尖出来了。他笋尖老早

就冒出来了，这样没有味道。

四是我研究工作的转向，真理标准

问题的讨论。这个也是比较偶然，当时

哲学所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不是太

多。我们学哲学的人，还是要回归一些

现实问题。所以当真理标准讨论的时

候，我当时还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人。

1978年 4月 9日，我发表了 《哲学和宗

教》这篇文章，主要批评一种倾向，就

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做是一

种神学。当时影响非常大。有一种是批

评的声音，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在当时

确实风险比较大。文章出来后，《人民

日报》的汪子嵩同志给我反映，让我有

两种思想准备。我说好，没问题。他接

下 来 让 我 写 《关 于 真 理 标 准 的 问

题》。当时 《人民日报》 发表了一篇

另外一位同志写的文章，就是《标准

只有一个》，1000 字的文章，没有引

起足够重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就

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表后收

到很多来信，后来《人民日报》理论

部的何匡同志要我写文章回答这个问

题。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背景，胡福

明同志发表的那篇文章，前前后后我

都不知道，就是凭一个理论工作者的

理解，我觉得还是应该强调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标准，所以我就写了一篇

——《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这篇

文章在6月 16日见报的，在胡福明这

篇文章之后。7 月份，吴江同志在

《解放军报》 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当

时人民日报出版社把这三篇文章合并

在一起，作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前

期的几篇重要文章。这以后各地各单

位就邀请我作报告。之后的 1978—

1980 年我写了差不多 30 篇文章，发

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哲学所还有一个事情要讲一讲，

就是参加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当时国

家要实施一个大工程，就是要编写大

百科全书，覆盖各个学科，哲学卷当

时交给哲学所。阎明复同志跟我商

量，像哲学卷这样的重头戏肯定要请

权威的专家来挂帅，我们商量的结果

就是请胡绳同志。于是我们两个到胡

绳家里请他出山。但是他给我交代一

个任务，要我当常务，主要的工作由

我负责。当时我是花了四年的工夫，

从 1982—1986 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

工作中，收获很大。当时胡乔木同志

要求，请最合适的专家写最合适的条

目。当时没有人推却，因为都知道这

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很多大专家写出来的五百字都不到的

条目，都反复地修改。有些专家虽然

已经高龄，身体也不好，为了写短短

几百字的条目反复地修改，精神令我

们非常感动，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

我记得是孔子的一个条目，五千个

字，专家换了好几位，都是著名专家。

第四阶段是专注对现实问题的研

究，主要是指在中央党校期间研究的

转变。1988 年 7 月，我到中央党校任

职，党校六年 （1988—1994 年） 多的

时间对我帮助很大，最主要一个就是

对联系现实问题的研究。党校培养党

的中高级干部，研究问题的重点是现

实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些

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我来了以后

要适应这样一种环境，除了担任一定

的领导职务以外，我研究的重点也有

了变化了，重点转向了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和当前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以上就是我简单作一个经历的回

顾，共四段：俄文专修学校、马列学

院、哲学所、党校。这四段经历对我

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讲帮助比较

大，第一段为起步阶段，第二段叫入

门阶段，第三段是提高阶段，第四个

是总结阶段。

采访者：作为一名参加工作几十

年的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请您

谈谈关于理论工作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邢贲思：做一个合格的理论工作

者，我感觉有几个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要打好基础。基础一定要

打得比较扎实牢靠，基础不牢，那就

很漂浮，写文章、教学科研都是很漂

的。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两段时

间打基础，一是马列学院系统的学

习，另一个是哲学所30年的锤炼，30

年的磨练提高，打好基础后才开始研

究问题，做研究。

第二，要学有专长。就是你要依

附在一个专业上面，因为理论工作的

天地那么广阔，没有一个专业作为你

的依附点，很难做好。从我们的前辈

来看，凡是理论上学术上有成就的老

先生和同事，都有这个特点，都学有

专长，比如杨献珍、艾思奇、张如

心、郭大力同志等。从我们的同辈来

看，跟我们年龄资历差不多的朋友也

都是那样，比如说龚育之同志，大家

都知道他是党史专家，他还是自然辩

证法的专家。这些都是学有专长的专

家，学科上都有着力点，有学科作为

支撑，功底就比较深厚。还有金冲及

同志的近代史功底相当深厚，对毛泽

东、周恩来传记的研究有很多贡献，

是近代史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专家。刘

国光同志是经济学专家，在西南联大

时期就学习经济学，全国解放后留

苏，在苏联的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

是当时经济所的所谓几大“金刚”之

一。我为什么说这些呢？搞理论研

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学有专

长，不能是“万金油”，什么都学一

点，没有专业支撑，搞不好。

第三，要经受多种锻炼。从事理

论工作，需要非常丰富的社会实践，

所以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好像跟现在

的工作不搭界，但是对以后的发展相

当有帮助。我本人就经受了很多这样

的锻炼，举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我

还在大学工作的时候，1955年被借调

到北京市委高校工委，即后来的市委

大学部，书记是蒋南翔，副书记是宋

硕。我带五六位同志参加前门区大五

金批发商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经历

对我帮助很大，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

政策的体会比一般的学习书本文件体

会要深刻。这次改造比较顺利，我们

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实际工作锻炼，对

党的政策、思想、理论领会得比一般

学习要深刻的多。

第四，要勤奋。这种勤奋不是一

般的勤奋，是要特别的勤奋。我当时

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时候很少有凌

晨一点钟以前睡觉的，年纪轻，身体

也扛得住。我在 《人民日报》 的文章

上强调过三勤——勤读、勤思、勤

写。写是非常重要的，把你所读所思

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把阅读思考

的成果用文字表现出来，这就是写文

章的准备。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成

果，最普通的就是写笔记，你看一篇

文章后写笔记，笔记不是照抄它的内

容，而是在领悟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

看法，这个好处太大了，我自己受益

很多。我是养成了这个习惯的，坚持

写笔记，笔记写得好，就可以成为一

篇文章。

第五，要有正确态度。理论工作

确实比较重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里理

论工作是“管总”“管头”的。对理论

工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

及政治思想的要求，比其他领域的人

员要求要高。党校对干部、对老师的

要求比一般高校要高，这是党校的好

传统。

采访者：作为老党校人，您对党

校、对党校的青年教师有哪些希望？

邢贲思：我在党校工作那么多

年，对党校的感情是很深的，作为老

党校人，对党校、对年轻的老师，我

也有几点希望：

第一，对党校的希望。我认为党

校现在形势很好，有中央的关怀重

视。中央高度重视党校工作，人才济

济，团结奋进，教学科研工作比我们

当时要高出一大截，水平比我们有很

大提高。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要注

意，一是保持好的传统，不要隔断历

史。我最近看了刘云山同志讲党校姓

党的讲课稿，很全面很系统。好的传

统一定要继承下来，重视党性修养，

重视严格要求。二是党校在教学科研

中始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搞理论不

能脱离实际。延安时期，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党校的校风，要

继承和发扬。

第二，对青年教师的希望。这里

只强调八个字：志存高远、脚踏实

地。志存高远，就是说永远不要满足

现状，党把我们放在这个岗位上，力

求做到更好，没有最好。理论工作没

有止境，前辈学者也有缺点和不足，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谈何容

易，我们花一辈子来做都不一定做得

好，对自己要有高标准高要求。脚踏

实地，千万不要学习学术明星，要能

板凳坐的十年冷。你要在这个岗位上

做一点事，出一点成绩，绝非容易的

事情。这要经过多少年的辛苦，多少

年的夜不能寐。学无止境，一定要踏

踏实实地甘于坐冷板凳，才会有更好

的成绩。

（访谈整理： 冯 秋 婷 陈 远 章

苏 敬 装 路 也）

“搞理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学有
专长，不能是‘万金油’，什么都学一点，没有专
业支撑，搞不好。”

“写文章绝对不能搞‘中药铺’，写文章就是
应该像剥笋壳。笋是一层一层的，从外面一层一
层地剥。写文章要从分析的角度去写，而不是平
铺直叙地写。”


